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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

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

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

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

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

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

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

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

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

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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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世纪以来，伴随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中国城市居住空间急剧重构，空间日益分
化[1,2]，空间异质性加强，“分异”和“碎化”已成为普遍趋向[3]。在此背景下，外来人口
成为影响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核心因素，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的外来
人口社会空间研究亦大量出现[4,5]。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2010年11月1日零
时，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
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流动人口）为 2.61亿（19.5%）。本文以广州为
例，聚焦城市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转型期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
体格局与特征，测算其空间分异度，探析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转
型理论。

居住空间分异是西方城市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已形成了以人类生态学、社会区和
因子生态学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视角，以行为研究、种族—文化研究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视
角和关注政府行为和制度的制度主义视角[6]。例如，人类生态学家将居住格局视为侵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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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的过程，最终导致特定社会群体聚居，呈现一种“马赛克”式的空间状态[7]。行为主
义视角则认为，基于家庭偏好，居住空间的选择和决定取决于家庭生命周期，涉及家庭
成员的数量、年龄构成及住房类型，住房所有权（租住或自有住房）和住房价格等因素
[8]。制度主义视角将国家或政府行为（及相关制度）作为居住隔离的主要原因[9]。

少数族裔聚居区是西方居住分异研究的核心对象，已发展出“同化论”、“多元论”
和“族裔经济聚居区理论”等主要观点[10]，移民居住隔离问题一直是其前沿领域。例
如，Echazarra测量了西班牙马德里移民的居住隔离度，分析了46个少数种族群体，发现
文化和经济因素与隔离度密切相关[11]。Arbaci对8个地中海城市移民居住隔离特征进行分
析，发现其低水平的空间隔离掩盖了社会边缘化问题[12]。Iceland和Scopilliti研究了美国
城市不同种族移民的空间同化度，发现外国出生的西班牙裔、亚洲人和黑人比本地出生
的群体成员具有更高的居住隔离度[13]。Musterd等对荷兰少数种族群体的居住隔离和融合
进程进行研究，发现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准入机制是移民分异与融合的关键[14]。Sager分析
了移居德国的土耳其等4国移民社区的居住分异状况，发现收入、教育水平、语言能力
和所在城市大小可以解释29%~84%的居住隔离[15]。

国内学者一般采用社会区分析、因子生态分析、区位熵等方法对城市居住分异的现
状与变化进行分析。例如，顾朝林等利用北京街道层面的数据进行城市社会区分析，并
从土地利用强度因子、家庭分布状态因子、社会经济状态因子和族群因子四个方面对北
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描述[16]。冯健利用“五普”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研
究了北京的社会空间结构及演变特征，发现社会空间结构趋于复杂，空间异质性日趋突
出[17]。近年来，中国城市移民居住空间研究亦有较大进展，学者们聚焦于大城市如“北
上广”等，进行了诸多实证[18-22]。李志刚等在广州研究了源自湖北籍外来人口聚居而成的

“湖北村”，将其视为一种“乡缘社区”[23]。林李月等[24]采用六普数据分析流动人口住房
的空间格局，发现其居住空间不仅存在集聚现象，而且具有明显的集聚中心。袁媛等[25]

认为，户籍的属地差别是产生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的根本原因。李志刚[26]对“北上广”新
移民聚居区的居住满意度进行研究，发现地方归属感是影响新移民居住满意度的核心因
素。Liu等[27]以广州为例，探讨中国新移民的社会网络和空间分异格局,展现了新生代移民
社会网络与老一代移民的空间差异。总体上，目前关于中国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研究
多注重对新移民的社会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分布特征的描述，以类型划分、空间分布为
主，对于新移民居住空间分异的系统研究较少[28,29]。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广州新移民居住
空间分布的整体格局和特征，研究新移民居住空间分异程度及影响因素。已有研究表
明，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生活方式是影响西方特别是北美城市移民居住分异的重要维
度[30]；而制度因素对城市居住空间结构也有影响，但其对特定群体如新移民影响如何，
则缺乏系统实证。多数研究均完成于五普数据发布的2000年左右，新的格局亦不清晰。
为此，后文围绕广州展开实证，力图揭示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格局与机理。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研究区域为2010年的广州10区（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
区、萝岗区、番禺区、花都区、南沙区）（图1）。2010年人口普查表明，研究区总面积
为3718.5 km2，人口总数为1107.14万人，新移民总数为443.89万人，占全市新移民人口
总量的93%。由于广州下辖的增城和从化两市（2010年的情况）在人口构成和居住景观
上都与研究区域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在研究中可以忽略。总之，对于本区域进行城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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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空间研究是较为合适的。研究区范
围内有 148 个街道（镇），2055个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采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展
开分析，该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在 2010
年 11月 1日零时采集，普查登记对象
为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港澳台
居民和外籍人员。由于数据获取的困
难和限制，将此类数据运用于中国城
市的相关实证并不多见，尤其微观数
据如居委会尺度的测算更少。研究表
明，各类分异指数计算受空间尺度的
影响很大 [31]。为此，本文选取社会空
间分异测度中最为常用的差异指数、
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等进行测算 [30]，
以此实现指数之间的比照和参考，同
时可作国际（如英美）对比。

（1）差异指数（Index of Dissimi-
larity）

ID = 0.5 ×∑[|xi /X - yi /Y|] （1）

式中：xi为空间单元 i中类别为X的人
数；X为类别X的总人数；yi为空间单
元 i中类别为 Y的人数；Y为类别 Y的
总人数。ID的结果范围在0与1之间变化，表示两个群体之间的分布差异程度。ID<0.30
表示差异度低，ID>0.60表示差异度高[30]。

（2）分异指数（Index of Segregation）
分异指数是差异指数的变形，主要用来表示某个群体和其余所有群体之间在居住空

间上的分异程度。分异指数计算公式和差异指数（ID）的计算公式相同，唯一不同的
是，yi为空间单元 i中除某群体外其余所有群体的人数，Y指一个城市/区域中除某群体外
其余所有群体的总人数。IS的取值从0到1之间变化，同样，IS<0.30表示分异度低，IS>
0.60表示分异度高。

（3）隔离指数（Index of Isolation）

II =∑[(xi /X) ×(xi /ti)] （2）

式中：xi为空间单元 i中类别为X的人数；X为区域内类别X的总人数；ti数是空间单元 i
的总人口数。隔离指数实际考察的是人口的绝对集中程度。II的结果从0到1之间变化，
II<0.30表示隔离度低，II>0.60表示隔离度高。

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新移民聚居区（是或否）的决定因素。将新移民聚居
区的出现作为因变量，且设为二分虚拟变量，其中新移民聚居区=1，非新移民聚居区=

图1 研究区覆盖的范围
Fig. 1 The study area and map of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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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其模型结构为：

lnæ
è
ç

ö
ø
÷

pi1 - pi =α +∑
k = 1

k

βkxki （3）

式中： pi =P(yi| x1i,x2i, ...,xki) 为“新移民聚居区”或“非新移民聚居区”事件发生的概

率；x为普查区（以居委会为空间单元）的基本特征变量；k为变量的总数； α 为常量；
βk 为偏回归系数。

3 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

广州新移民主要分布在中心区的外围区域，呈圈状分布式，中心区的新移民人数较
少（图2）。新移民数量最多的社区集中分布在三个区域，分别为：萝岗区南部的东区街
道、永和街道区域与黄埔区东北部区域，白云区中部太和镇周边区域和花都区的狮岭镇
周边区域。具体而言，新移民人口数量最多的街道为白云区的黄石街道、太和镇、新市
街道、均禾街道和永平街道；天河区的棠下街道、车陂街道和珠吉街道；黄埔区的荔联
街道、南岗街道、穗东街道、文冲街道和红山街道；萝岗区的东区街道、永和街道；番
禺区小谷围街道；花都区狮岭镇和海珠区的华洲街道。此外，比较户口登记为省内其他
县市的新移民（以下简称为“省内新移民”）与户口登记为省外的新移民（以下简称为

“省外新移民”）的分布，省内新移民人口多集中在城市近郊，而省外新移民空间分布多
在远郊，且较为分散。总体上，新移民在郊区的空间分布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由近郊
到远郊，“省内新移民”减少而“省外新移民”增加。

广州新移民差异指数为 0.48，大于 0.3，小于 0.6，表明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
的空间分异度较高（表1）。新移民的分异指数为0.46，新移民的隔离指数为0.56，接近
0.6，说明新移民分异度较高（表1），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0.41）[32]。

分别计算各区的新移民分异指标（表1）：分异度最高的为萝岗区和海珠区，其次是
南沙区和花都区，其他区的差异指数都在 0.5以下，荔湾区、越秀区、番禺区分异度较
低。萝岗区由四个国家级功能区组成，包括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图2 2010年广州新移民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igrants in Guangzhou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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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广州保税区和广州出口加工区，
集聚了大量工厂，吸引了大量新移民，
类似的还有南沙区和花都区；其次是海
珠区，有较多的城乡结合部区域，城中
村多，因其较多的廉价住房、便捷的对
外交通和较多的就业机会，集聚了大量
新移民；荔湾区和越秀区是广州传统的
老城区，人口密度高且以本地常住人口
为主，新移民多选择与本地常住人口混
居，分异度较低。类似地，对各区分异
指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分异度最高
的是海珠区，分异指数达0.51，其次是花
都区，指数为 0.50，萝岗区和南沙区的
分异程度较高，分别达0.49、0.47，荔湾
区的分异度最低，为 0.32，番禺区和越
秀区的分异度较低，分别为0.36和0.37。就各区的新移民隔离指数而言，各区隔离指数
普遍较高，除了越秀区和荔湾区在0.5以下，其他各区均高于0.5，其中隔离指数最高的
是萝岗区，达0.68。

4 广州新移民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

进一步分析新移民聚居的形成机制。首先对“新移民聚居区”的标准进行界定：六
普数据表明，广州新移民在各居委会单元的人口比例分布均值为0.27，以此为基础，可
将社区分为两类：新移民聚居区（新移民比例>0.27）和非新移民聚居区(新移民比例 ≤
0.27)；得到新移民聚居区1039个（39%），非新移民聚居区1601个（61%）①，并以此建
立因变量（新移民聚居区=1，非新移民聚居区=0）和回归模型。
4.1 变量选择

基于已有研究所涉及的新移民居住分异影响因素[19-25]，结合六普数据之可测自变量，
围绕人口、制度、市场和住房四维度设定自变量指标，具体指标选择的考虑如下：

人口变量包括四个指标：年龄结构、婚姻、户均人数和受高等教育水平。其中年龄
结构采用的是“65岁以上人口比例”，即老龄化程度（表2）。婚姻采用的是“已婚人口
比例”。婚姻是体现家庭生命周期的重要维度，家庭生命周期是影响个人住房选择乃至群
体聚居的重要因素[8]。类似的，采用“户均人数”分析家庭结构情况，多数新移民尤其是
新生代可能存在人口少乃至单身的情况，这一指标可能与新移民聚居区的出现呈负相关
性。采用“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来检验教育水平的影响。

制度变量主要采用了两个指标：户口和单位（表2）。采用“农业人口比例”指代户
口因素，并假设新移民聚居区的出现与其比例呈正相关的关系：聚集较多农业人口的社
区可能也是聚居新移民的社区。六普数据没有直接汇报普查对象是否为单位人口，故以
普查社区中单位社区或单位住房的集中情况等间接指标体现，即“购买原公房比例”，间
接体现该地区单位集聚的情况[33]。

选用四个指标来体现市场变量：租金水平、居民职业、居民行业和商品房比例（表

①去除了问题数据及3个数据有问题的社区。

表1 各区差异指数、分异指数、隔离指数
Tab. 1 Index of dissimilarity, index of segregation, and

index of isolation

全市

荔湾区

越秀区

海珠区

天河区

白云区

黄埔区

番禺区

花都区

南沙区

萝岗区

差异指数（ID）

0.48

0.32

0.38

0.52

0.45

0.41

0.41

0.37

0.51

0.51

0.52

分异指数（IS）

0.46

0.32

0.37

0.51

0.43

0.40

0.39

0.36

0.50

0.47

0.49

隔离指数（II）

0.56

0.38

0.35

0.54

0.58

0.64

0.65

0.52

0.51

0.59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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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而言，六普数据首次报告了居民住房的租金水平。租金水平指标可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社区的市场地位。本文采用“月租低于200元的住房比例”作为指标，较低的社
区租金水平可能与新移民集聚度呈正相关的关系；采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
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比例”和“生产性服务业人员的比例”两个指标，可能与新移民聚居
区的出现均呈负相关关系。采用“购买商品房比例”指标，新移民聚居区出现的概率与
商品房比例可能呈负相关的关系。

住房变量是影响新移民择居的重要维度。选取住房高度、住房年代、人均居住面积
和住房功能是否复合以及住房困难程度（人均住房面积）等指标（表2）。采用“住房高
度低于7层的比例”以检验建筑层高是否影响新移民聚居区的出现。住房年代反映的是
所在社区的新旧程度，间接反映社区的配套设施情况、住房质量、管理完善程度等方
面。例如，“住房建于1979年以前的比例”可能与新移民聚居区出现的概率呈正相关的
关系。采用“功能复合住房比例”指代住房功能，体现住房所在社区是纯居住或兼具生
产功能，新移民聚居区的出现与这一指标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采用人均住房面
积和住房困难度（低于20 m2住房比例）两个指标指代居住条件，两个变量与新移民聚居
区出现的概率可能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4.2 制度因素的检验结果

采用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新移民群体聚居的影响因素：以人口指标为控制变量，
逐步考察其他变量的影响，且对每一类因素的分析都建立了多个回归模型。表2报告了

表2 变量基本情况
Tab. 2 The in-use variables

人口

制度

市场

住房

变量

年龄

婚姻

户均人口

教育水平

户口

单位

租金

职业

行业

商品房

住房层高

住房建设年代

住房功能复合

住房面积1

住房面积2

指标

大于65岁以上人口比例（%）

已婚人口比例（%）

人/户

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

农业户口比例（%）

购买原公房比例（%）

月租低于200元的住房比例（%）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比例（%）

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

购买商品房比例（%）

住房高度低于7层的比例（%）

住房建于1979年以前的比例（%）

功能复合住房比例（%）

人均居住面积（m2）

低于20m2住房比例（%）

均值

8.18

5.43

2.94

15.21

53.88

10.31

9.80

4.28

4.29

28.26

32.71

12.43

1.47

25.46

7.74

最大值

24.31

15.10

6.12

92.55

100.00

96.55

85.06

63.25

55.84

100.00

100.00

100.00

72.73

88.98

100.00

最小值

0.00

0.00

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方差

0.041

0.014

0.621

0.165

0.375

0.186

0.146

0.068

0.049

0.336

0.375

0.165

0.039

9.495

0.132

2061



地 理 研 究 33卷

采用制度因素变量分析新移民群体聚居的回归结果。
就控制变量而言，年龄、婚姻、户均人口和教育水平均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出现概率

具有明显影响。如年龄是影响新移民群体聚居的重要因素：老年人比例越高的社区成为
新移民聚居区的概率越低，这说明新移民聚居与社区居民的年龄分布呈负相关；其次，
婚姻指标也有明显影响。此外，户均人口和受教育程度均与社区成为新移民聚居区的概
率呈负相关关系。

就考察变量而言，表3中的三个模型验证了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出现概率的影
响。模型一的结果说明户籍制度对新移民群体聚居有影响，农业人口比例越高的社区成
为新移民聚居区的可能性越高；模型二则说明单位因素对新移民群体聚居的影响不显著
（不具统计意义）；模型三说明，在同时考虑户口和单位的情况下，两指标对新移民群体
聚居均有影响。

4.3 市场因素的检验结果
表4报告了市场因素变量对新移民群体聚居影响的回归结果。就控制变量（人口属

性）而言，除婚姻状况和教育水平的影响不太稳定，其他各指标的影响均稳定且明显，
其中年龄结构的影响最为突出：五个模型中年龄因素不仅具有统计意义，而且其相关系
数为-51左右，说明年龄因素是影响新移民群体聚居最为重要的因素；家庭结构（户均
人口数）亦均有统计意义，并与新移民聚居区出现的概率呈负相关，说明户均人口数的
比例分布与新移民群体聚居的概率呈反比。

就考察变量而言，模型一的结果表明租金水平是影响新移民聚居区出现的重要因
素，且成正相关，说明月租金水平低于200元住房的比例越多，新移民聚居区出现的概
率越高；模型二的结果说明社区居民的职业类型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出现概率并无影响
（P=0.275），这也说明新移民聚居区居民的职业构成并无明显均质化趋势；模型三则说明
居民就业的行业构成具有明显统计影响，且从事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即职业白领）
比例高的社区新移民聚居的可能性低；模型四的结果说明商品房分布与新移民聚居区的
出现呈负相关的关系，说明新移民普遍还是租房居住，且多在城中村类型的社区（自建

表3 制度变量Logistic回归结果
Tab. 3 The results of logic regression for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考察变量

农业户口比例

购买原公房比例

控制变量

大于65岁以上人口比例

已婚人口比例

户均人口

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

常量

-2 Log likelihood

Cox & Snell R Square

Nagelkerke R Square

B

0.699

-51.603

10.985

-1.984

-1.569

8.689

1912.602

0.462

0.624

模型一

S.E.

0.263

2.257

4.449

0.136

0.511

0.570

Sig.

0.008

0.000

0.014

0.000

0.002

0.000

B

0.684

-55.066

6.607

-1.916

-2.959

9.547

1596.721

0.522

0.707

模型二

S.E.

0.449

2.409

4.430

0.130

0.404

0.576

Sig.

0.128

0.000

0.136

0.000

0.000

0.000

B

0.835

1.017

-53.902

9.849

-2.070

-1.954

9.100

1596.688

0.522

0.707

模型三

S.E.

0.274

0.464

2.439

4.589

0.141

0.522

0.594

Sig.

0.002

0.028

0.000

0.032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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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而不是商品房社区；类似的，模型五报告了四个因素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回归分析
的结果：职业因素影响不明显，租金因素、行业因素和商品房因素均具有明显影响：租
金水平越低、商品房越少的社区成为新移民社区的概率越高。
4.4 住房因素的检验结果

表5报告了住房因素变量对新移民群体聚居影响的回归结果。就考察变量而言，楼
层高度是影响新移民聚居区出现的重要因素，且呈负相关关系，新移民居住的社区楼层
普遍较低（如城中村住房多为3~5层）。从模型二可知，住房建房时长与新移民聚居区的
出现呈正相关，说明新移民多聚居在住房老旧的社区。人均住房面积因素与新移民聚居
区的出现概率负相关。在住房面积方面，“低于20平方米住房比例”与新移民聚居区出
现的概率呈正相关，也说明新移民普遍存在住房困难问题。就系数而言，“住房功能复
合”突出，说明新移民聚居社区的住房多具有复合功能，如商用、开设小厂房、理发店
等等。模型六说明住房功能混合与否、住房条件的困难程度、住房区位和人均住房面积
是影响新移民群体聚居的重要因素，而住房的建成年代（新旧程度）则对新移民聚居无
影响。
4.5 总体模型

就控制变量而言，除教育水平外，其他因素均具有统计意义，尤其年龄因素是所有
因素中影响最为明显，其次是婚姻状况，老年人比例越低、已婚居民比例越高的社区成
为新移民聚居区的可能性越高（表 6）。就考察变量而言，单位（P=0.110）和户口因素
（P=0.311）的影响均消除了，说明制度因素不再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维度，而代之
以市场因素和个人因素。其中住房的功能复合度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职业因素（企事
业单位负责人比例）和行业因素（生
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这里的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可能是私营企业
主，因而呈正相关。其他因素还有市
场维度中的租金、职业和商品房比
例，空间维度中的人均住房面积和住
房困难度，而住房高度和建设年代的
影响不明显。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实证表明，广州新移民集中
在城市中心区的近郊，在远郊呈分散
化趋向。不同户口属地的新移民的空
间分布存在差异，省内新移民与省外
新移民的空间差异明显：省内新移民
较为明显地集聚在中心区的周边区
域，而省外新移民则呈离散型分散在
城市外围区域。广州新移民的差异指
数为 0.48，分异指数为 0.46，隔离指
数为 0.56，均表明广州新移民的分异
水平较高，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

表6 总体模型
Tab. 6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 of all variables

购买原公房比例

农业户口比例

月租低于200元的住房比例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比例

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

购买商品房比例

住房高度低于7层比例

住房建于1979年以前的比例

人均居住面积

功能复合住房比例

低于20平方米住房比例

大于65岁以上人口比例

已婚人口比例

户均人口

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

常量

-2 Log likelihood

Cox & Snell R Square

Nagelkerke R Square

B

0.853

-0.427

1.999

3.939

-5.450

-2.952

0.668

0.197

-0.047

9.006

2.645

-58.110

38.619

-1.690

0.313

8.584

1623.98979

0.5170491

0.69943325

S.E.

0.534

0.421

0.711

1.045

1.866

0.498

0.399

0.562

0.009

1.736

1.032

3.108

6.059

0.168

0.663

0.788

Sig.

0.110

0.311

0.005

0.000

0.003

0.000

0.095

0.726

0.000

0.000

0.010

0.000

0.000

0.000

0.63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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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市场化转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出现的影响

正在减弱，单位对新移民聚居并无明显影响。同时，市场因素的作用持续增强。此外，

与西方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基本因素，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的

影响最为明显。

快速城镇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居住分异问题，城乡二元已

经转向城市内部二元。在此背景下，社会空间已成为当代中国转型提升的核心维度，建

设和谐的社会空间是未来中国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部分移民

输入国（如英美）的发展历程说明，新移民的社会融合是社会整体成熟稳定的关键一

环。在此背景下，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紧密合作、协同参与，树立“为人民建设

城市，而不是为利润建设城市”的价值观 [34]，打破户籍壁垒，推动城市社会公平与正

义。在微观层面，建设和谐社区，利用社区规划和社会规划等技术手段，通过重建地方

认同、营造共识和共同参与，推动社会互动，实现社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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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new migrants in Guangzhou,
China: A study of the 6th census

LI Zhigang1,2, WU Fulong3, XIAO Yan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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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new migrants in Chinese cities
with a case of Guangzhou, using the newly available 6th census data of 2010.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attern, extent as well as mechanism of migrant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It is found that migrants of Guangzhou aggregate around the inner suburb
of the city, whilst their distribution in the outer suburb is more sporadic. Moreover, the
distribution of provincial migrants, e.g. those from regions with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relatively more aggregated towards areas around the central city, whilst those from other
provinces aggregate into far suburbs. A major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xtent of migrant segregation in 2010, it is found that the segregation index is higher, 0.482,
than the level of Asian immigrant segregation in the US cities. Moreover, the concentration
index of migrants is 0.564, also high. Moreover, using regression models, we further examine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segregation of migrants in post-reform Guangzhou.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acts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such as hukou and work- unit status are decreasing,
whilst that of market factors is increasing. In addition, demographic factors as well as family
factor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mong which the impacts of age and marriage status are the
most prominent, those communities with a low proportion of aged population, or those with
higher level of married couples have higher possibility to become migrant enclaves. Above all,
the high segregation of migrants suggests that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post-reform urban China is
exacerbated by spatial segregation. Spa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post- reform
China's great transformation. It calls for further efforts of the state to undertake socio- spatial
strategies such as social planning to achieve integration.
Key words: new migrant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the 6th national census;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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